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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活力，发挥集体经济的引领作用，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过去的集体化遭遇挫折，现在新形势下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又存在种种困难。因而，

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借鉴国外经验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根据 2017 年对以色列的实地调研，并

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在回顾基布兹制度特征和“私有化”改革的宏观背景基础上，围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基

布兹的改革内容、路径和影响，分析了基布兹改革的实质。研究认为，基布兹改革的本质是在坚持生产资料集

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提高经营效率；通过大幅度缩小公共福利供给范围，降低组织

运营成本。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组织运行效率，而不是放弃集体所有制。同时，基布兹改革背后所蕴含的发展农

村集体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和参考。对于当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来说，其健康发展必须具备三个条

件：成员的集体主义认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独立性和集体经济组织体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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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for China’s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the collectivization ended with failures,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e experienc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an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China. Beginning 
with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Kibbutzim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reform, this paper tried to uncover the nature of the 
reform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the route and the impacts of the reform,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 on-site survey in Isra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Kibbutzim’s reform, in nature, is the process of bettering the 
organization by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also a process of reducing the cost by limiting 
welfare distributions. Furthermore, the reform has been aimed at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rather than 
abolishing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system. Meanwhile,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re obtained from the Kibbutzim’s 
reform, which is in relation to pushing forward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study also implies tha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pends on the members’ devotion to communalism,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ew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ystem.
Key words ：Kibbutz;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reform; operational efficiency; memb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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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培育现

代化小农，夯实现代农业基础，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1]。但是，我国过去农村集体

化的道路并不顺畅，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发

展瓶颈，同时又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

环境 [2]。对此，分析国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借

鉴其已有经验，可以获得对中国有价值的参考。

从全球范围来看，改造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在很

多国家的实践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以基布兹为

代表的以色列集体化组织却独树一帜，保持了顽强

的生命力，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为以色列农业农村

现代化和农民福祉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进

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以色列政府推行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 [3-4]，基布兹普遍陷入债务危机 [3, 5]，并

随即启动了被称为“私有化”的改革 [6]。自 20 世

纪 90 年代至今，大约 75% 的基布兹都开展了内容

基本相同的“私有化”改革 [7]。

对于基布兹的改革，张晓山 [8] 从意识形态方面

进行了解读，张力和刘中杰 [9] 探讨了外部环境与改

革的关系，Abramitzky [10] 从成员异质性和组织福利

保障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基布兹的改革和变化。那

么，从农村集体化的角度来看，基布兹的改革是否

又是一个集体经营组织模式失败的典型案例？以色

列的情况是否说明集体化的组织制度本身存在重大

缺陷？本文将从基布兹改革的内容、路径和影响三

个方面，揭示“私有化”的含义和改革的本质，总

结其在发展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本文的分析采用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

方式展开。文中有关基布兹改革现状的内容是基于

2017 年 10 月在以色列的实地调研，调研的考察对

象包括以色列基布兹运动联盟总部、Ha’Organ 基布

兹和Sde Eliyahu基布兹。Ha’Organ基布兹进行了 “私

有化”改革，而 Sde Eliyahu 没有进行类似的改革，

基本保留了过去的集体制。本文涉及的数据，除特

别注明外，均来自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数据。

1  基布兹的制度特征与改革背景

1.1  基布兹的制度特征

在以色列农村，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村社组

织——基布兹。基布兹是 20 世纪初犹太锡安主义

运动的产物 [11]，是政社企合一、生产与生活资料集

体所有、统一经营核算的综合性村社组织 [12]，社区

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一，具有成员共有、共

治和共享的组织特征 [13]。基布兹成员来自于国外移

民或以色列本土市民，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绝大部

分成员主要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大部分基布兹在

1948 年前建立 [14]，成员规模一般从 100~800 人不等。

基布兹的创建者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5]，拥有

共同的愿景，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的社会 [16]。2017 年以色列共有 274 个基布兹，

常住人口 15 万，其中成员 6 万人。

从组织建立的基础来看，基布兹按照自愿原则

加入 [17]，租赁国有土地建设社区和进行生产经营 [6]，

成员在此居住和生活，共同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生

产。成立初期，大部分基布兹处于荒凉的边远之地，

75% 的基布兹位于以色列的边境地区，但是随着城

市化的不断发展，很多基布兹已成为城市的郊区。

在组织功能上，基布兹既是经济组织也是社区

组织，除了经济职能外，还承担社会、文化和环境

保护等非经济职能。为了保证组织目标和职能的实

现，基布兹发展了集体农场和集体工商企业。基布

兹的经营收入由成员共同所有，除了用于扩大再生

产部分，还用于成员的基本生活所需，包括提供自

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教育经费支出、免费住房、

医疗和交通等公共服务 [13]。基布兹统一安排成员的

劳动就业，允许少数成员在外就业。在社区外工作

的成员基本上从事的是本基布兹无法提供的工作，

如政府公务员、科研文教机构专业人员等，但需要

将本人获得的收入如数上交基布兹，由基布兹统一

发放生活津贴和交通补助等，这与劳务派遣有些 
类似。

基布兹的治理实行民主决策制度，成员人人平

等，全体成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重大决策由全

体成员大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 [13]。

同时，基布兹设立不同的专业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日常运行。这些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实行轮换制 [18]，

为有相同或相近能力和意愿的成员提供了平等机

会。基布兹内部组织决策和日常事务的执行与监督

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完成。由于成员外出就业、上

学和参军等，基布兹与外部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但

资产使用和社区服务并不对外开放。

为了进一步实现规模效应、扩大市场话语权和

社会影响力，基布兹之间还结成区域性的联合生产

服务合作社和社团型的“基布兹运动联盟组织”[3]。

运动联盟组织主要为各个基布兹提供社会事务、法

律事务和成员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运动联盟内建立

了共同消费基金和互助制度，以帮助发展相对落后

的基布兹，最大程度地缩小不同基布兹在收入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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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福利水平方面的差距。

1.2  基布兹“私有化”改革的背景

1）财务危机的冲击。以色列建国后，在工党

执政的 29 年里，有 4 任以色列总理和 1/3 的内阁成

员来自基布兹。凭借其政治影响和思想意识的引领

作用，基布兹曾经长期主导农村建设、农业生产经

营和农民生活，成为以色列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从而得到以色列政府的积极扶持 [5, 19]，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了历史高峰，直到现在基布兹的农产品

产值仍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 48% [7]。20 世纪 60—80
年代，在以色列政府刺激性政策的诱导下 [6]，基布

兹普遍依靠银行贷款，开展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其

中存在大量缺乏有效论证的项目 [3-4]，很多贷款还

直接被用于基布兹成员的消费支出 [20]，最终导致

80 年代基布兹整体上出现了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现

象 [3]。为防止财务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以色列

政府出手进行了干预，部分债务得以减免或延期，

基布兹避免了倒闭的结果 [3]。但财务危机削弱了基

布兹为成员提供服务的能力，为减少非生产性开支，

一些基布兹逐步取消对成员的生活供给，而且也减

少了社区服务开支，形成对基布兹制度的最初改 
革 [6]。另外，财务危机也降低了其发展产业和提供

就业的长期潜在能力。基布兹产业发展还受到市场

状况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关于产业发展下文将会详

细讨论。到了 90 年代，基布兹很多青壮年成员退

出组织，去城镇生活和工作，组织未来存续问题进

一步推动了改革 [6, 21-22]。

2）组织成员分化与成员间价值观的裂痕。财

务危机是基布兹改革的直接导火索，但其深层次原

因是基布兹的集体经济日益弱化的供给能力与成员

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及由

此造成的成员分化和成员价值观的分裂。

基布兹制度已经持续了 120 余年，大约经历了

6 代成员。20 世纪 70 年代，大规模移民建设时代

结束，基布兹成员的来源开始依赖内部人口的自然

繁衍，成员后代成为新成员的主要来源 [5]。按照基

布兹的制度规定，外部新成员加入要得到全体成员

投票表决，不可能接受集体意识淡漠或思想理念差

距太大的新成员。对于成员后代，虽然在形式上也

存在相同的成员遴选过程，但实际约束较为宽松，

成为新成员的难度较低，具有类似内部人的优势。

如果说前三代子弟成员深受基布兹基本理念影响的

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建国后出生的成员的

集体价值观、集体信念已经开始淡化，而追求个人

自由的功利思想不断上升。

此外，年轻成员与中老年成员行为选择的相对

代价和风险不同。年轻成员没有老一代曾经面对的

严苛生存压力，实现个人多样化目标的机会成本和

风险显著低于前辈成员的青壮年时代，衣食无忧下

的多样化目标追求成为主流。对于中老年成员，理

性选择是维持原有集体制模式，而年轻成员则容易

在组织之外找工作和生活，留在本集体组织内并

没有特别优势，因此缺乏保持现状的较强动力。在

这种情况下，基布兹成员间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 
异质性不断增强。如果保持原有集体制，基布兹就

必须有能力为成员、特别是年轻成员提供更好的生

活服务和足够的就业，集体经济承受的压力会不断

上升。

另外，由于各年龄段的成员面对不同的约束和

条件，改革可能会在基布兹成员之间造成不同的影

响，所以成员对很多改革内容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3）政策环境发生改变，要素成本约束加强。

以色列建国前，基布兹被犹太组织视为实现犹太人

定居巴勒斯坦的重要手段，获得了廉租土地、生产

与生活资料、技术指导等方面的外部支持 [23-24]。这

些扶持政策除发展基布兹经济之外，还具有明显的

政治意图，甚至军事属性。基布兹成员来到巴勒斯

坦时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经

验，这些支持对初创阶段的基布兹至关重要。

建国后，以色列政府传承了对基布兹的扶持政

策，扶持政策的政治色彩和扶贫性没有改变 [4]，而

且支持力度更大、支持范围更广。很多新的扶持方

式得以实施，包括对农产品的进口采取限制措施，

帮助基布兹建立和发展联合生产服务合作社，赋予

从事农产品销售的联合销售合作社垄断豁免的法律

地位等 [24]。为了帮助基布兹解决资金问题，尤其是

在发展非农产业方面的资金缺口，以色列政府直接

提供补贴和银行贷款贴息。当基布兹遇到还款困难

时，政府会直接进行干预 [4, 20]。在政府的帮助下，

基布兹还建立了相互担保合作金融体系。因为政府

的介入和相互担保制度的建立，银行对基布兹的借

款审查和监督较为宽松。另外，以色列通货膨胀率

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贷款的实际利率很低 [4]，更加

刺激了基布兹的贷款行为。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下，

基布兹一方面大量举债，另一方面资金运用不受监

督和要素价格的约束，助长了基布兹的败德行为，

比如利用贷款建立了很多低效运行的工厂。另外，

要素成本的软约束之下，基布兹不注重提高组织运

行效率，不同功能部门没有单独的会计核算，只设

立集体总账目，有关组织运行效率的信息得不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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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披露。

20 世纪 70 年后期，以色列的新一届政府在自

由主义思想下，开始减少对基布兹的支持 [12]，同时

放松了对农产品市场的限制。在基布兹还贷困难时，

政府没有像过去那样进行干预，以色列银行相应地

收紧了对基布兹贷款的约束。因此，基布兹从外部

获得资金和资源的难度与成本提高，要素成本约束

开始发挥作用，不符合效率要求的行为难以为继，

过去超过组织本身负担能力的功能范围失去支撑。

要素成本约束还提高了对要素使用效率相关信息的

需求，基布兹的组织治理向着增加信息有效披露的

方向发展，使得部门分离、建立独立的财务账户具

有了必要性。

4）主导产业相对优势的下降。基布兹核心产

业市场竞争优势的下降是财务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也是这些基布兹改革的直接动力。

以考察的 Ha’Organ 基布兹为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其塑料制品厂和农业的收益一直较好，

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为绝大部分成员提供了就

业。此后，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背景下，

国外厂商的竞争使得 Ha’Organ 塑料厂面临较大的

竞争压力。类似的，由于农产品销售联合组织的垄

断豁免和农产品进口限制逐渐被取消，基布兹的农

业也失去了原来的优势。Ha’Organ 集体产业出现

效益下滑，绝大部分成员选择外出就业，由此获得

的总收入大大超过集体经营收入，导致收入归公和

平均分配的基础被瓦解。但那些具有较高产业竞争

力的基布兹，则仍然维持了原有的集体制度。如与

Ha’Organ 只相距 4 km 的 Ma’abarot 现在仍然保留了

传统基布兹体制。Ma’abarot 在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存

在经济困难，通过基布兹运动组织的共同基金接受

其它基布兹的帮助，包括 Ha’Organ 的资助。但后来

Ma’abarot 所创办企业的效益逐渐提高，集体收入不

断增加，仍然可以维持统一分配的集体制度。再如

另一家保留传统集体制的 Sde Eliyahu 基布兹，拥有

经营状况良好的农业公司、科技生物公司、香料加

工厂和有机肥加工厂，其集体经营收入是成员个人

总收入的将近 3 倍，因此，成员愿意上交自己的工

资，继续维持收入的集体分配。但是，即使这些基

布兹，也难以同时保持产业效率和为成员提供足够

就业，成员大部分外出就业。

2  基布兹改革的内容、路径和影响

2.1  改革的主要内容

基布兹改革的目标明确，不是要解体基布兹的

集体制，而是要让其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变化，

能够存活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愿望在

1950 年代及以前出生的老一代成员中尤其突出。基

布兹改革主要围绕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展开，改革

内容主要有 5 个方面。

1）建立内部社会保障制度。基布兹利用向成

员收取的费用和集体经济收入建立了内部社保制

度，成员缴费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实行累进制。社

保支出主要用于发放养老金和扶贫金，养老金占较

大比例。基布兹发放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所属的基

布兹运动联盟组织制定，比如按照 2018 年汇率水平，

Ha’Organ 是每人每月 7 000 元人民币。同时，基布

兹老年成员作为以色列公民，还可以从全国社保体

系领取 4 000 元人民币的最低养老金。除此之外，

依据困难程度和家庭状况，那些收入水平低于贫困

线的成员根据可以获得资金帮助。如果基布兹存在

内部社保能力不足的情况，其所在的基布兹运动联

盟组织还会直接提供资金支持。

2）保留成员收入的集体帐户，实行生活消费

和个人收入私有化。绝大多数基布兹的改革始于取

消平均主义的生活供给制度，由成员自己支付和安

排基本生活所需，包括关闭面向所有成员的免费集

体食堂、洗衣房、社区诊所、交通服务和免费家具。

同时，原来免费的社区服务，如幼儿园也变为收费

项目。为了平衡收支，基布兹的幼儿园还同时面向

社区外招生。

实行生活供给制的时期，基布兹不支付成员货

币工资 [25]，只按人头支付少量的零花钱。随着生

活消费成为个人事务，成员收入的私有化也成为必

然，也允许成员间收入差异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以

Ha’Organ 为例，留在本集体内工作的成员，由基

布兹按照市场行情支付工资，即成员的工资性收入

归个人所有和支配。因 Ha’Organ 的就业岗位有限，

现在大约有 30 人在组织内就业，其他大部分成员

外出就业。改革之前，外出就业成员的收入一律上

交集体的统一账户，由集体统一支配，成员个人只

获得与其他成员相同的数百美元的“零花钱”。改

革后，成员外部就业收入先上交基布兹，集体统一

扣除 10% 之后，再返还给到每个成员的个人收入账

户。成员外出就业的收入不同，从而成员间收入水

平出现了差别。Ha’Organ 现在也允许成员拥有汽车

之类的私有生活财产，不再像改革之前，成员不能

有这些私人财产，而由集体提供免费的相关服务。

从形式上来说，基布兹仍然保留了集体工资账

户，但是已经与过去有本质的区别，分配制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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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按劳或按贡献分配原则，成员个人直接获得个人

收入的绝大部分，不再遵守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原则。按照以色列的政策规定，如果基布兹取消

集体收入账户，就不能再保留集体所有制村庄的组

织身份，同时也就不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最为突

出的是以低廉租金承租国有土地。

3）坚持房屋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

分离。按照法律规定，基布兹必须为成员及其家庭

免费提供单独的住房。过去，基布兹住房免费分配，

分配是根据各基布兹的经济实力、成员家庭规模和

成员资历等进行。基布兹负责住宅的建设和维修，

免费提供冰箱、家具等主要家庭生活设施。成员对

于住房只享有居住权，不可以出租。那些现在还执

行传统集体制的基布兹基本继承了这些做法。

对于改革后的基布兹，所有住房仍属集体财产，

但取消了免费住房分配，将原来的福利房制度改革

为集资房制度。首先，对于已分配给成员的免费住

房，进行了产权改革，主要依据成员资历，由具有

房主身份的成员支付低廉的价格，从而获得房屋的

相关权利。其次，新成员需要自己支付基布兹建造

房屋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基布兹利用社

区闲置土地建设新住房必须得到政府土地管理和规

划等部门的批准。在住房与新成员吸纳的关系方面，

改革后的基布兹大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为了

防止住房获得者将住房出租，而本人不在基布兹生

活，成为纯粹的食租者，很多基布兹要求新加入的

成员，先获得成员身份，再为他们提供成本价的生

活住房。按基布兹规定，基布兹成员必须生活在本

社区里。另一些基布兹，如 Ha’Organ 规定新成员

必须先按照建造成本购买住房的使用权，然后才能

获得成员身份。

对于获得的住房，成员仅拥有居住方面的使用

权和出租收益权，租客可以是外来人员。因为无论

新老成员，必须生活在基布兹的社区，成员出租房

屋只能是出租个别房间，只有在成员短期性外出的

情况下，房屋才能整体出租。成员退出基布兹时，

可以出售自己所购房屋的使用权，但只能出售给本

基布兹的成员，成员过世后的房屋遗产赠与也只能

在成员之间进行。这些房屋出租或出售形成的收益

归成员个人所有。

除了住房外，Ha’Organ 闲置的其它房产除作

为公共设施使用外，也向社会出租，租金收益属于

Ha’Organ 的集体收入，这形成了集体收入第二大来

源。由于房屋对外出租吸引了不少外来经营者和租

住者，Ha’Organ 现在大约 870 名长住居民中，非成

员居民占据了约 60% 以上。

4）保持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实行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改革中，基布兹坚持主要生

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不变，但摒弃了只能由集体统

一生产经营的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这一改革是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益，具体做法包括

职工分享收益和风险的承包经营制、成立独资公司、

对外合作建立公司和企业等方式。以 Ha’Organ 为例，

首先将集体从国家租用的耕地一分为二，一部分耕

地与附近的其它三个基布兹的耕地联合，共同组建

了独立的棉花种植公司，开展合作经营，收益按照

入股的土地比例分红，同时为 5 名成员提供工作岗

位，支付他们市场水平的劳动工资。剩余的耕地由

Ha’Organ 独资的橘子种植企业使用。Ha’Organ 还以

投资人身份将其它生产资料，比如拖拉机等农业机

械设备投入到以上的两个农业公司之中，获得单独

的服务收入，该收益也属于 Ha’Organ 的集体收入。

与此类似，Ha’Organ 将原有塑料加工厂转变为独立

核算的独资企业，15 个成员在厂里工作，按绩效获

取劳动报酬，Ha’Organ 承担经营风险、获得经营纯

收益。上述经营收益是目前 Ha’Organ 主要的集体

收入来源，约占其集体纯收入 60%~70% 左右。

5）坚守成员共治和民主治理，实行专业化组

织管理。改革后，基布兹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全

体成员大会，重大事项仍然通过全员民主投票决定，

共治特征和民主的治理架构与运行原则没有改变，

成员在集体中的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改革主要是

针对经营层面和日常管理机制。首先，按功能设置

职能部门边界，生产经营部门和社区生活服务相互

独立，财务单独核算，不再混为一体。上文提到的

企业独立核算就是这一改革措施的具体表现，社区

生活服务的收支情况也定期向全体成员公布。其次，

对企业和社区所有岗位实行市场化招聘，实现了企

业和社区服务所有工作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各

司其职，不再交叉任职或相互兼职，形成对基布兹

负责的纵向层级管理与监督体制。对于所属企业和

社区服务的经营结果，基布兹理事会作为所有者代

表，拥有最高监督权和最终决策权。

从以上基布兹改革的 5 个主要内容可以看到，

基布兹改革中的所谓“私有化”，是指生活消费和

个人工资账户的私有化，并没有涉及到通常意义上

的生产资料和房屋之类的集体资产，对这些财产是

在集体所有制之下放活其经营权和使用权。

基层基布兹的这些改革也导致了整个基布兹

组织体系的变化和相关法律的修改。首先，基布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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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联合社原有的相互担保的合作金融制度被取

消，但继续为成员提供生产服务，并承担为成员提

供部分优惠贷款的功能。其次，基布兹运动联盟中

平衡各基布兹生活水平的制度和对应的共同基金制

度被取消，各基层基布兹建立了上文提到的内部社

保制度，成立了内部共同基金。但联盟组织保留了

对基布兹的救济和互助制度，以保证基布兹成员的

最低生活水平。在法律层面，根据基布兹改革的范

围和程度，2005 年以色列修订了相关法规，将原有

的基布兹分为改革的基布兹和保持传统集体的基布

兹，分别注册为新型基布兹和传统基布兹。二者最

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进行了生活供给制和个人收入

分配制两项改革，实施这两项改革的，就属于 “私

有化”改革，就像 Ha’Organ 这类基布兹，从而被

归为新型基布兹。但是，这些新型基布兹仍被法律

归类为基布兹，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基布兹保留了

集体所有制和集体收入仍归集体所有，并用于成员

公共事务。法律上对基布兹分化的认可，反过来又

强化了基布兹之间的异质性，提高了组织体系的开

放性和灵活度，但造成了基布兹之间合作程度下降，

整个组织体系的集中度减弱。

另外，那些传统基布兹也有较大变化，不再遵

循集体资产集体共同经营使用和成员自我雇佣，生

产经营部门按照市场化企业运行，实行承包经营制

度和各种形式的对外开放。而且，社区的服务设施

也对外经营，社区与经济部门各自成为独立核算的

主体。这些基布兹的成员现在大多在外就业，虽然

仍要上交工资收入，但普通成员的经济来源不再像

从前那样依赖于基布兹。因此，传统制基布兹已不

再是一个集成员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封闭性的综合

社区组织，出现向着成员生活居住的社区方向转型

的趋势。

组织开放程度提高之下，基布兹整体经营范围

中服务业发展迅速，比如乡村旅游，改变了基布兹

过去较为单一的工农产业结构。目前，基布兹的工

业、农业、贸易与服务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比分别

是 70%、11% 和 7%。基布兹的农业和工业在以色

列占有较大份额，其工业贡献了以色列工业产值中

的 10%，但基布兹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呈现下降

的态势。

2.2  改革的路径

基布兹的改革，没有预先的改革顶层设计，改

革进程受到现实财务状况、对集体组织原则的遵守

和民主决策方式的共同影响，各项具体的改革不是

同时一步到位，呈现明显的问题导向性和渐进性。

首先，在现实财务状况压力下，基布兹改革推

进过程具有问题导向的倒逼式特征。以 Ha’Organ
为例，出现财务危机后，先取消了生活和医疗服务

的免费供应，实行有偿服务，几乎同时开始支付成

员市场化的工资报酬。随后，因无力继续支付供给

成本，尤其是成员的工资成本，剩余的免费生活服

务也逐步取消，彻底关闭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洗衣

房，同时减少了社区服务的岗位，由此形成了最

早的下岗成员，大约有四五十人，基本都是 50 岁

左右的妇女，她们很难外出再就业，沦为生活困难

成员。为了解决这些贫困成员和老年成员的生活问

题，Ha’Organ 建立了内部社保制度。改革开始后的

最初几年，Ha’Organ 绝大多数的成员还在组织内就

业。为了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提高市场竞争力，

Ha’Organ 开始了部门分离和生产经营部门的企业化

改革，实行经营责任制，辞退冗余人员，促使大部

分成员外出就业。之后，为了增加集体收入，一些

社区服务也开始对外经营。

其次，保持基布兹的共有、共治和共享是改革

的底线，增进全体成员共同福利依然是组织的根本

目标，集体纯收益用来支付社保体系和公共支出，

成员权收益的绝大部分仍需要成员居住在社区内才

能享有。因而，改革不是从高度集体化到全面个人

化的跳跃，而是两者的融合。

第三，基布兹改革是依靠成员民主决策机制来

实施，按照成员的投票结果决定是否进行改革，一

些改革方案因民主表决达不到最低票数而被搁置。

以上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之下，基布兹改革在

现实问题压力下以渐进的方式和路径不断展开。

2.3  改革产生的影响

虽然基布兹的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率，但是改革

造成的后果却是多方面的。

1）成员差异得到尊重，但造成了成员在经济

上的分化。改革后的基布兹允许成员自行安排生活

和保留各自收入，因而扩大了成员的选择范围，有

利于满足多样化需求。Ha’Organ 老年成员就认为领

取退休金，自行安排的生活好于过去的集体制生活。

但是，成员获得收入的能力不同使得成员出现了分

化，现在 Ha’Organ 仍有少数成员收入处于贫困线

之下。

2）改善了治理效率，但也造成了一些资产利

用率下降。基布兹的改革将生产经营、成员生活和

社区维持三项功能分别划分给了企业、成员家庭和

社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各个部门回归自己的

功能。经济部门和社区部门大量雇佣专业人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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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各自清晰完整的账目，定时向成员公布账目，提

高了组织运行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这些改革符

合要素市场价格或影子价格的限制，基布兹的生产

性资产利用效率得以改善，大部分社区资产也得到

较好利用，如上文提到的社区服务对外开放。有些

社区资产还改为他用，比如 Ha’Organ 原来的诊所

就成了成员的住房。

但是，现实中也存在基布兹原先的一些集

体设施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比如，在

Ha’Organ 社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大型礼堂，过去经

常举行音乐会之类的文娱活动和其它集体活动。但

是，现在的礼堂从外表看布满灰尘，利用率非常低。

可以推想，在改革后的基布兹里，随着集体组织从

一些领域退出，相关的设施和设备就可能存在低效

使用的情况。

3）组织功能的收缩，引起来自外部的政治和

社会压力。从以色列公众看来，基布兹的财务危机

主要是其自身制度和经营的结果，但解决危机却消

耗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很多以色列人认为，新型基

布兹允许成员收入存在差异，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

平等的职能，与其它社区没有区别，不应该再享受

与其相关的优待，尤其是廉价土地。以色列政府为

了平衡这种社会压力，对新型基布兹的土地使用进

行了限制。几年前，Ma’abarot 基布兹为了解决成员

住房问题，向政府提出了使用土地建房的申请，获

得了政府的批准。但是，政府却拒绝了 Ha’Organ
的相同申请。这导致了 Ha’Organ 无法大量吸收新

成员，没有 20 多岁的成员。上文提到的集体工资

账户也是对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回应。

另外，基布兹运动联盟组织的实力和对成员的

影响力明显下降的同时，地区政府影响力不断上升。

有些发展遇到困境的基布兹现在更加依靠地区政府

的支持，在获得支持的同时，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

要求修改自己的制度安排。

3  基布兹改革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以色列基布兹的改革经验，对于我国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

3 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也可以归结为一条经验、一

条教训和一个启示。

3.1  一条经验 ：对集体主义的认同是基本前提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共同目标和相

互认可基础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须拥有集体观

念，关心其他成员和整个组织的利益，同时组织也

要坚持服务成员的宗旨。基布兹虽然进行了改革，

但是集体制并没有消失，尤其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

有制没有变，改革是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组织

效率改进，以促进成员增收和福祉提高。这与基布

兹成员坚信共有、互助、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理念，

认同集体价值观关系密切。

中国农村是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村民成员间

大多存在着血缘、亲缘或族源的纽带关系 [26-27]，存

在一些共同的生活目标，也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

但是，村民群体缺乏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自

由选择为前提的现代集体观念，即共有、平等、民主、

互助、自立和共享的理念。首先，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集体化运动后，集体理念被误读与标

签化，造成村民共同的集体价值观念较为薄弱，新

型集体经济的群众思想基础难以形成。其次，市场

经济交易关系在农村的扩散，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

正逐步淡化着农村社会的凝聚力 [28-29]，共同的集体

价值观念更加难以形成。因此，在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中，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要有一

场观念革命，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广泛开

展广大村民的启蒙教育，强化对农民现代合作理念

的培育，扫除思想障碍，重构村民对集体的价值认

同。在实践中，通过教育培训和典型案例的宣传，

让农民认识到新型集体经济共有、共治和共享的本

质，形成对集体能够促进个人利益的预期，从而有

利于农民集体理念的形成。

3.2  一条教训 ：政府扶持以保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

的独立性为底线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组织载体，

保持自身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集体经济组织的独

立性是成员集体观念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组织自

我发展能力形成的重要前提。维护集体经济组织独

立性，既包括防止外部对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的

干预，也要防止对其外部发展环境的不当干预。通

常，对组织事务的干预很可能与成员意志相违背，

容易激起组织成员的反对。但是，外部发展环境，

尤其是优惠的政策环境，成员一般不但不反对，还

凭借小团体的共同行动优势极力争取和维护。这会

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政府或其他外部组织的依赖

性，弱化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我独立性，导致非理性

的经济行为。

由于中国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还处于萌芽培

育阶段 [1, 30]，需要政府的扶持，而且新型集体经济

组织目前的发展有实现社会公平的意义，也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部分，政府支持政策具有正当性。

但是，政府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培养新型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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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自我发展和服务能力，切实起到服务农民，促进

成员共同发展的作用。因此，政策制定和实施应该

关注组织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减少对要素成本的 
扭曲。

3.3  一个启示 ：组织体系的完整性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价值体现在为成员提供现

实服务的功能上，帮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合理

地位，维护农民在政府政策和社会事务中的利益，

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这不但需要新型集体经济组

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需要一个涵盖多种组织类

型的，完善的组织体系的支撑。但是，在这个组织

体系中，最重要的是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能够互助共

济，资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以实现规模经济，

分享产业延伸和融合的收益，提升市场竞争力。同

时，这样的组织体系要能够与政府政策层面对接，

起到集体组织与外部社会联系的桥梁作用，提供农

民与政府和社会之间交流的高效平台。这就更需要

组织体系内的集体组织之间相互联合，形成合力，

以降低谈判成本，真正发挥规模效率的优势。

现在大量的农民合作社已经通过产权交易方式

和成员的多重身份建立了与村集体经济的内在纽带

联系，但大多仅停留在此层面，缺乏新型集体经济

组织之间的联系。现阶段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基本上个体化地散落在村庄层面，未来需要相互之

间联合起来，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以实现组织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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